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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正是这种对现代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反对，将瓦哈比主义内部派

别差异统一起来，也使其获得了全球传播的精神土壤。在今天这种国家世俗意识形态退潮、伊斯

兰宗教意识形态受到“反恐战争”脸谱化压制的情况下，具有良好群众基础并资金充沛的瓦哈比

主义得以在全球迅速膨胀。以中国为例，随着瓦哈比主义的蔓延，喀什、沙甸、义乌等地穆斯林

群体中深厚的苏菲主义传统逐渐被保守原教旨主义的萨拉非主义甚至瓦哈比主义所取代。特别是

在新疆，苏菲传统影响下能歌善舞、着装华丽的维吾尔人民变少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黑袍蒙面、

具有浓厚瓦哈比主义特点的穆斯林。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语境下，不存在一种单纯的一国之内的宗教与纯粹的民族问题。以中国

近些年所面对的西藏、新疆问题来看，其民族独立诉求的知识话语来自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及其后

的发展。而不久前发生在云南昆明的恐怖袭击，其政治想象来自于一种对于全球化的泛伊斯兰主

义狭义“圣战”的认同。中国应该避免被盲目卷入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话语内，进而造成一

种与伊斯兰国家、民族及人群之间“文明冲突”式的意识形态冲突。极端主义的蔓延是社会的疾

病，也是伊斯兰内部的疾病，只有重新恢复伊斯兰内部教法学派的平衡、重现伊斯兰内部教法教

理的多样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报刊文章】 

中国的民族问题与话语权 

 

周农建 

新加坡《聯合早報》2014年5月5日 

 

解决民族问题应先从话语权入手。近年来在中国，每当发生一起与民族分裂势力有关的暴力

恐怖事件之后，总是会出现一种呼声，要求反省和调整现有的民族政策，采用治本之策。然而，

这类呼吁最后总是不了了之。当局的对策仍然不离老套的“软硬两手”的治标之策：要么严厉打

击，要么经济安抚，跳不出宽严皆误的困局。 

中国现有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自治体制，实际上是苏联模式的翻版，只是名称和细

节不同而已。苏联的这套模式早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尽管多年来，不断有人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

主张调整或彻底否定；然而要改变这一模式，却面临巨大的阻力。一方面，由于60年来的理论灌

输和制度建设，这套系统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一种年深日久的现存体制和官方思维定势，并被一些

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族群极力维护。另一方面，由于这一体制，导致几十年来在民族问题上，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体族群，实际上是没有话语权的。 

这样说，可能会使人感到万分惊奇。一直以来，国家的最高决策者都是来自主体族群，怎么

能说没有话语权呢？ 

这是只看表面，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深层。在中国，虽然具有最后拍板权的是最高决策者，但

在民族问题上，具有话语权的，却是由自治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委）、民族院校和民族

文化研究机构等构成的“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对当局而言，但凡要讨论民族问题，调整

民族政策，第一步自然是按官方程序：请这些“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提出建议或方案。由

于区域利益相关、自身的少数族裔身份和被灌输的苏式民族理论教条，建言者最后拿出的建议或

方案，凡涉及大政方针调整，无非总是“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各个民族充分

地行使当家作主权利”之类，即维持和强化现有模式。而凡是涉及恐怖暴力事件，则总是试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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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化小，并趁机要求经济安抚和政策倾斜，即维持和增加对某一族群的特殊照顾。 

至于那些程序外的呼吁和建议，自然难被采纳。它们即便被摆到桌面上讨论，在“征求各方

意见”时，也会被这些程序内的“相关方面”否决。显然，这种话语权威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其

话语更正确，只不过是其拥有垄断性的程序优势罢了，对于那些老调重弹，常常是当局者茫然，

而局外人习以为常，不去深究而已。譬如，每次发生暴力恐怖事件，人们总是可以听到“有关部

门”和“有关专家”的那一套自相矛盾的说法：一方面是急忙声称与族群无关，并非民族问题。

另一方面，一谈到解决办法，却又变成民族问题，与族群有关，需要增大对某一族群的经济安抚

和政策倾斜。 

少数族群垄断政策话语 

本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关于这个国家的民族事务，理应由组成这个国家的所有族

群共同决定。然而，由于这种奇特的官方话语平台，在人员构成上，实际上是被出身少数族群的

人员垄断。这就导致了一种扭曲的结果，即国家的民族事务机构本应是全民族的代言与协调机关，

可是却成了为个别族群发声和为之争特殊待遇、争政策倾斜的部门。由于这种发声平台具有官方

的、程序内的、职能的、权威的性质，于是，在这一平台之外的多数族群的声音，就成为一种“民

间”情绪性发泄的“噪音”而被排除了。 

曾有主张调整民族政策的学者呼吁，来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大讨论，以辩明是非，澄清认识。

然而呼吁者没有想过，在今日要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要改变或调整民族政策，首先要解决的还

不是具体方案问题，不是辩明是非的问题，而是话语权问题。 

如何解决话语权问题？最佳的选择当然是采用当代世界通行的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话

语权的问题会以一种最简便、最合理和最自然的方式得到解决。这就是按民主原则，按人头计票，

少数服从多数，占人口多数的族群的声音，能够通过议会和选票而自然得到表达。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尚须努力。在现有体制下，是否有可能解决有关

民族问题的话语权问题呢？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至少，首先应当揭示并使人明暸前述的程序缺

陷：那种看似正常的有关民族问题的决策流程，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扭曲的结果。 

其次，可逐步减少旧模式的话语平台。不妨通过机构改革，将有关官办机构民办化；将民族

事务民政化，如将民委归入民政部门；将民族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如通过教育改革，将民族院校

并入或升格为常规院校等等。 

第三，不妨改变相关部门中人员的族裔构成。目前要在与民族问题相关的行政区划和机构设

置等方面作大的变动，可能会有很大的政治阻力。不过，即便在保持现有行政区划和机构设置不

变的情况下，至少可以考虑改变原有话语平台的不正常、不合理的人员族裔构成。即通过机构改

革，确定这样的原则：凡涉及国家民族事务的机构和团体，或凡有关国家民族问题的重大决策，

其常设或参与的人员构成，应当体现国家各族群的人口比例，以防止出现出身少数族群的人员，

垄断程序内建议和咨询的话语权，左右国家的民族政策，而来自多数族群的声音，被排除在程序

外的怪现象。当然，无论采用何种办法，目标应是消除现有的程序陷阱，使来自各族群的声音能

够以一种自然的、公平的方式，在程序内得到表达。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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